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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邻避设施”是指设施本身带有一定的负外部性，可能给当地居民带来想象中的或者事实上威胁而受到居民选
择性的抵制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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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邻避运动核心议题探析
———基于民意视角

王奎明　钟　杨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３０）

　　摘　要：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衍生品，特别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
邻避运动近年来在我国频繁发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国已经进入“邻避时代”。基于
全国规模的民意调查研究发现，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邻避运动为“议题单一型”，即从民
众参与邻避抗争活动的意愿角度而言，邻避设施本身是民众关注的唯一议题，而政府议
题包括政府环保信息公开度、政府公信力、政府治理环境表现均为非显著性相关因素。
相应地，从政府管理角度来讲，要规避邻避运动，当务之急是在环境影响评估制度中引入
公民参与机制，强化政府监管职能，消除民众的风险顾虑。
关键词：邻避运动；议题单一论；政府挑战论；环境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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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今年五月四日，上海、昆明两地再次爆发环境抗争事件———反对污染性项目在当地上马。改
革开放三十余年，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据《２０１２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
５０％；伴随着高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大量兴建，其垃圾处理厂、核电站等
给周围居民带来负外部效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的“邻避设施”①也大量出现。尽管上述邻避设
施的选址通常会遵循“最小抵抗路径”（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ｌｅａｓ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②原则。但是由于民众权利意识
的不断增强，并普遍认为“伴随着阶层地位的不平等，邻避设施的修建也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
配逻辑”，③所以，抵制邻避设施的抗争行为还是不断出现，这些抗争行为即邻避运动。
邻避运动，也称为邻避效应，其主要涵义是：在某一区域内所建立的设施为大部分居民带来利

益，但是设施周边居民却承受设施带来的不良后果，从而引发这部分居民的抗争行为。邻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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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理念即民众的邻避情结———“莫在我家后院”（Ｎｏｔ　ｉｎ　ｍｙ　ｂａｃｋｙａｒｄ）ＮＩＭＢＹ④，该概念由
ＯＨａｒｅ⑤ 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首次提出，并且一度成为美国民众的生活哲学，以至于美国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被《纽约时报》称之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邻避时代”。⑥

伴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邻避时代”也迎来了它的全球化时代，学术界对于邻避运动
的研究也掀起热潮。从历史上看，邻避运动最早出现在工业文明发达的西方国家，首先出现在美
国。宏观上讲，西方学术界对于邻避运动的研究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而不同阶段的划分标准是
邻避设施的不同性质。第一阶段是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这一阶段主要是基于反对“污
染型设施”的邻避运动。如废弃物清理场（Ｈａｌｓｔｅａｄ，Ｌｕｌｏｆｆ　ａｎｄ　Ｍｙｅｒｓ，１９９３）特别是毒性废弃物清
理场（Ｂｒｙａｎｔ、Ｍｏｈａｉ，１９９２）。第二阶段是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一直到现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基于
反对“非污染性设施”的邻避运动。如土地利用方式（Ｋｏｔｓｏｐｏｕｌｏｓ，２０００）、戒毒治疗中心、流浪汉
收容中心的兴建（Ｓｈａｎｏｆｆ，２０００）等。
就我国而言，台湾学者对于邻避效应的研究起步较早，原因是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邻避运

动便与台湾的民主化浪潮相伴而生。同样的，台湾邻避运动的演进与研究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
段，笔者认为主要分为四个阶段：１．邻避运动的萌芽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中期）；

２．邻避运动的高潮阶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９０年代初期）；３．邻避运动的转型阶段（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期———９０年代末期）；４．邻避运动的成熟阶段（本世纪初———至今），同时，从这一阶段
开始，对于邻避运动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包括文理在内的多门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
回顾国外与台湾地区的邻避运动史可以发现，对于邻避运动的研究都是在经历了多个不同阶段，

跨越数十年时间后才渐趋成熟的。反观我国（限于大陆，下文一致），邻避运动在近几年才开始出现，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的观点，大陆邻避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是２００５年的浙江“东阳事件”，
所以学术界对于邻避运动的研究也起步较晚，基本处于萌芽状态。总体而言，主要包括宏观与微观两
个研究角度。１．宏观角度主要是着眼于对于邻避运动的治理，包括从多元协作治理视角（陈宝胜，

２０１２）、政府公信力与决策模式视角（董幼鸿，２０１３）、风险管理视角（童星，２０１０），环境正义视角（王彩
波，２０１２），上述研究视角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２．微观角度主要是立足于近年来颇具影响力案例
的分析，如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场事件（周丽璇，２０１２）、上海磁悬浮事件（郑卫，２０１０）、厦门ＰＸ事件（袁
鹏飞，２００９）。另外，微观研究角度还包括技术性研究路径，主要是通过建立模型对于具体案例的分
析，以期较为精确地计算出邻避设施选址的成本与收益（张向和、彭绪亚，２０１１）。
总体而言，我国学界对于邻避效应的研究尚处于理论的引入和介绍阶段，宏观分析视角往往

议题过于宽泛、立意过于宏大，这与处于萌芽状态的研究阶段是极不相称的；而微观研究视角则多
着眼于案例本身，缺乏多案例的比较研究，难以形成普适性的研究结论。笔者认为要突破这一研
究瓶颈，关键要从中观研究角度实现宏观与微观的对接，而就目前而言，中观研究即我国邻避运动
的核心议题的探寻，具体来讲，是哪些因素主导民众抗争行为的发生、升级或者消退，进而对我国
邻避运动的性质进行准确定位。正如Ｌｉｎｎｅｒｏｏｔｈ－Ｂａｙｅｒ所言，邻避现象不是纯粹的民众私下考量
的抗争行为，应该深究背后所隐含的意义以及其他的影响因素。⑦ 对于核心议题的探讨可以为微
观角度研究提供比较视角，为宏观研究视角提供事实依据，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４２

④

⑤

⑥

⑦

对于邻避效应的英文表达还有Ｂｕｉｌｄ－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Ｎｏｔｈｉｎｇ－Ａｎｙｗｈｅｒｅ－Ｎｅａｒ－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ＢＡＮＡＮＡ），Ｎｏｔ－Ｉｎ－Ｍｙ－Ｔｅｒｍ－
ｏｆ－Ｏｆｆｉｃｅ（ＮＩＭＴＯＯ），Ｎｏｔ－Ｉｎ－Ｍｙ－Ｂｏｔｔｏｍ－Ｌｉｎｅ（ＮＩＭＢＬ）等。

ＯＨａｒｅ，Ｍ．“Ｎｏｔ　ｏｎ　Ｍｙ　Ｂｌｏｃｋ　Ｙｏｕ　Ｄｏｎ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Ｓ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１９７７，２４（４）：４０７－４５８．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ｌａｂｅｒｓｏｎ．“Ｃｏｐ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ＮＩＭＢＹ”．Ｎｅｗ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１９８８－０７－１９．
Ｌｉｎｎｅｒｏｏｔｈ－Ｂａｙｅｒ，Ｊｏａｎｎｅ．Ｆａｉ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ｉｔｉｎｇ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Ｗａｓｔ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　Ｈａｙｄｅｎ　Ｌｅｓｂｉｒｅｌ　ａｎｄ　Ｄａｉｇｅｅ
Ｓｈａｗ（ｅｄｓ），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Ｓｉｔｉｎｇ，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２００５，ＵＫ：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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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而言，我国学术界对于邻避运动的议题的探讨存在两派观点。“议题单一论”和“政府挑
战论”。“议题单一论”，以中山大学何艳玲教授为代表⑧，核心观点是我国邻避运动中，影响民众参
与抗争行为的核心因素都是与邻避设施直接相关的，即“邻避设施”能否被妥善处理是民众关注的
“唯一议题”，这一点与西方国家和台湾地区不同，当地民众参与邻避运动的关注议题往往从环境议
题本身扩展到了政治议题，并且只有在多项议题得到回应后抗争行为才会停止。而在我国如环境议
题得到回应，比如项目搬迁或者停止修建，则抗争行为也随即停止，即便是在民众抗争过程中涉及“政
府信息公开”、“专家政治”等，但这些不过是民众抗争策略，是“工具性因素”，而非“目标性诉求”。

“政府挑战论”，以吉林大学王彩波教授为代表⑨，与“议题单一论”不同，“政府挑战论”更加强
调邻避抗争活动中与政府相关因素，核心观点是我国邻避运动对于政府提出了巨大挑战，政府因
素并不仅仅是“工具性因素”。因为邻避抗争活动是民众与政府利益的博弈过程，这种博弈过程暴
露出政府在诸多方面存在弊端。这种挑战表现在：第一，对政府决策模式的挑战，现行决策模式仍
为限制民众参与的传统模式；第二，对政府合法性的挑战，因为政府没能对于民众合法权利提供有
效保护；第三，对政府“善治”理念的挑战，在邻避运动中政府的法制、责任、回应均存在缺失。
本项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通过全国规模的民意调查探究我国邻避运动的核心影响因素，进

而进一步探寻和验证我国邻避运动是“议题单一论”还是多元议题背景下的“政府挑战论”。对于
因变量的选取，我们采用了“如果在你住宅区附近计划建一个有可能对环境有污染的化工厂，你会
参加请愿的活动，抗议这个工厂的建立吗”这一经典题目。我们认为，民众参加抗议活动行动力意
愿强弱是其所关注的核心议题的最直观体现。

二、研 究 设 计

上海交通大学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于２０１３年３～４月采用国际先进的计算机辅助电话问
卷调查系统（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ｉｎｇ），以“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态度与行为指
数”为测评框架，调查按照目的性、可行性、可测性、可比性和经济性原则对中国３４个主要城市的
居民进行了随机抽样和问卷调查。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与可信度，我们对于关键性研究环节进
行了科学设计：首先是样本选取，在电脑系统中输入确认每个城市手机号段的前７个号码，其余４
位为系统随机产生，这保证了样本选取的随机性；其次，我们对于来自校内外的电话访员进行了严
格培训，具体到问卷的开场白与每一个问题，并且对于所有提交成功的样本的访问过程进行全程
录音，由督导员进行一一核实，及时删除不合格样本。本次调研按每个城市１００个成功样本量抽
取，共随即抽取３　４００个成功样本。

表１　调研城市及样本量

直辖市
北京（１００） 上海（１００） 天津（１００） 重庆（１００）

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
长春（１００） 长沙（１００） 成都（１００） 大连（１００）
福州（１００） 广州（１００） 贵阳（１００） 哈尔滨（１００）
海口（１００） 杭州（１００） 合肥（１００） 呼和浩特（１００）
济南（１００） 昆明（１００） 兰州（１００） 南昌（１００）
南京（１００） 南宁（１００） 宁波（１００） 青岛（１００）
沈阳（１００） 深圳（１００） 石家庄（１００） 太原（１００）
武汉（１００） 西安（１００） 西宁（１００） 厦门（１００）
银川（１００） 郑州（１００）

５２

⑧

⑨

何艳玲：《“中国式”邻避冲突：基于事件的分析》，《开放时代》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第１０２页－１１４页。

王彩波，张磊：《浅析邻避冲突对政府的挑战———以环境正义为视角的分析》，《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２年第８期：第１６０
页－１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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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研究之所以将研究对象界定在城市居民，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近年来我国邻避运动
绝大多数发生在城市，所以城市居民对此具有更多直观感受。第二，城市居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比
较高，对于邻避运动有着较为多元和深刻的理解。第三，从研究的可行性而言，城市居民移动电话
普及率较高。
对于数据分析主要借助于ＳＰＳＳ　１９．０统计分析软件。

三、核心影响因素的选取与研究假设瑏瑠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而言，核心议题的探寻是基于对邻避运动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国学术界
对于从经验认知层面作了初步性探讨，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经济补偿、心理认
知、教育水平、民众参与决策程序与程度、政府公信力等（何艳玲２００９，黄岩２０１０，汤汇浩２０１１，王
彩波２０１２）。基于国内外研究文献回顾与本项研究关注的核心议题，笔者提取了以下几个影响因
素，并假设这几个因素都是影响我国邻避运动所不可或缺的，并将这几个因素分为“议题单一论”
与“政府挑战论”两类。

（一）“议题单一论”核心影响因素

１．经济补偿因素
西方学术界一直将影响因子作为邻避运动研究的重要内容，而经济补偿因素更是被诸多学者

认定为邻避运动最核心的影响因子。学术界对于经济补偿因素的关注主要是基于“经济人”假设，
即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在邻避运动中的民众概莫能外，所以经
济补偿金额越高，规避邻避效应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验证，根据
Ｋｕｎｒｅｕｔｈｅｒ，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ａｎｄ　Ａａｒｔｓ对多个案例的经济补偿政策的研究，多数案例的高额补偿政策
都达到了预期效果，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邻避冲突。但是，经济补偿也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

Ｋｕｎｒｅｕｔｈｅｒ，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ａｎｄ　Ａａｒｔｓ研究同样发现，对于高度污染的设施，例如高放射性废料处置
场，经济补偿是毫无影响力可言瑏瑡，甚至民众认为通过经济补偿换取邻避设施的建立这本身就是一
种贿赂。瑏瑢 所以，经济补偿因子邻避效应的影响力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毕竟人类并非完全是“经济
人”，在社会活动中同样表现出了互惠、利他等非自利性偏好。瑏瑣 就我国大陆而言，迄今为止并没有
在全国范围内完善的经济补偿制度，瑏瑤广州率先于２０１２年５月推行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区域生
态补偿暂行办法，但是具体实施效果尚待观察。
假设一：政府给予民众的经济补偿越高，民众参与邻避抗争的意愿越低
从图１可以看出，民众对于污染型设施实施经济补偿的态度较为明朗，５１．３％的民众持坚决反对

立场，这部分民众普遍认为既然存在经济补偿就一定存在危害，且补偿越高危害性越大，所以坚决反
对用金钱购买其健康。另有４０．９％民众持观望态度，但是若存在明显污染态度同样是坚决反对。

６２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本项研究是基于全国规模的调研，对下文中各个因素都设计了多个问题，进行了多维度考察，由于篇幅所限，在本部
分中仅仅提取了部分核心性问题进行描述性统计。在下文中的回归分析部分，笔者将多维度问题进行了加总处理。

Ｋｕｎｒｅｕｔｈｅｒ，Ｈ．，Ｋ．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ａｎｄ　Ｔ．Ａａｒｔｓ．“Ｓｉｔｉｎｇ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Ａ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Ｓｉｔｉｎｇ　Ｃｒｅｄｏ”．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９９３，１３（３）：ｐ３０１－３１８．
Ｋｕｎｒｅｕｔｈｅｒ，Ｈｏｗａｒｄ．Ａｎｄ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ｇ．“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ｔｉｎｇ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６，１５（４）：６０１－６２２．
１３Ｆｅｈｒ，Ｋｌｅｉ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ｄｔ．，“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ｉｇｈ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ｙ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８，１１８（５３２）：１２６２－１２８４．
早在２００７年，国家环保总局就出台过《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指导意见》，明确生态补偿的原则为：谁开发、谁
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而《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要探索建立国家
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研究制定实施生态补偿条例，建立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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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民众对于经济补偿的态度

２．环保知识认知
民众对于邻避设施的抵触程度受到其对邻避设施潜在风险的认知程度的影响，而风险认知主

要是一种心理认知，是民众风险认知的核心内容瑏瑥。由于本项全国规模的研究并未着眼于某一具
体邻避设施，所以无法对于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进行直接调查。但是，笔者认为资讯发达的现代社
会，心理认知可以通过环保知识的认知水平体现。正如台湾学者何纪芳研究发现民众资讯或知识
与其对于邻避设施的接受程度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瑏瑦

假设二：民众环保知识认知度越高，参与邻避抗争的意愿越强

图２　民众环保知识认知

对于环保知识的考察，数据表明，民众对环保基本知识的认知度不容乐观，较高认知度仅限
于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原因等常识性部分。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特别设计的对于ＰＭ２．５认知的
题目，虽然今年雾霾天气席卷我国数十城市，且各类媒体都对于雾霾天气特别是ＰＭ２．５给予了
极高关注度，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民众对于ＰＭ２．５认知度不高，５４．８％表示不了解或者非常不
了解。

３．环保意识
邻避运动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衍生品，“是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瑏瑧从邻避运动本身

来看，这是民众环保意识提高的必然结果。正如Ｒｕｔｈ所言：“民众不断上升的公众环保意识、恐
惧、道德和伦理问题等是邻避多样化和广泛的原因。”瑏瑨当不断提高的环保意识遇到邻避设施的时
候，民众“邻避态度的发展不需要任何行政面的、技术面的或经济面的理性知识，仅仅是转化为了

７２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Ｒｏｂｉｎ　Ｇｒｅｇｏｒｙ，“Ｈｏｗａｒｄ　Ｋｕｎｒｅｕｔｈｅｒ．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Ｓｉｔｉｎｇ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０，６０（４）：７３－７５．
何纪芳，李永展：《都市服务设施接受意愿与影响因子之探讨》，《建筑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１９期：第２７页－５３页。

管在高：《邻避型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及预防对策》，《管理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５８页－６２页。

Ｒｕｔｈ　Ｂｕｒｎｉｃｅ　Ｍｃｋａｙ．“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Ｌａｎｄｆｉｌｌ　Ｓｉ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ｅ，２０００，２６（４）：２８９－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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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情绪的反应”。瑏瑩 所以环保意识也是邻避运动的重要影响因子。本项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
方面考察了民众的环保意识。
假设三：民众环保意识越高，参与邻避抗争的意愿越高
对于民众宏观与微观环保意识，我们设计的问题分别是“现在有关生态灾难的说法都是夸大

其词、危言耸听，您同意吗”、“您认为您的日常行为对气候变暖有影响吗”。
研究发现，我国民众的环保意识状况不容乐观，３３．９％的民众认为现在有关生态灾难的说法

都是在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另外，从民众对自身日常生活角度来看，有高达４０．９％民众认为自己
日常行为对气候变暖不存在什么影响或者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４．环保“意愿行动力”瑐瑠

从类型学的角度而言，邻避运动的参与人群可以划分为不同种类和层次，其在整个事件中的
心态和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何艳玲教授按照认知程度与行动力强弱的差异将邻避运动参与
人划分为四类：“无知者、隐忍者、从众者、抗争者”瑐瑡，“抗争者”是高认知度与强行动力的人群。何
艳玲教授在此探讨的行动力是指邻避抗争行为，笔者认为还有另外一个行动力，即日常行为中的
环保行为，日常行为中的强环保行动力是否会带来邻避抗争中的强行动力呢？
假设四：民众日常环保意愿行动力越强，参与邻避抗争的意愿越高

图３　民众日常环保行动力

研究发现，民众日常环保意愿行动力普遍较高，９２．４％的民众表示日常生活中愿意将垃圾分
类处理，如此高的比例也不足为奇，民众表示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基本都会对于家庭垃圾进行分
类。６３．５％的民众表示愿意为环保组织捐款，当然，当务之急是提高环保组织的可信度，特别是捐
款去向透明度。另外，在经历了极度严重的雾霾天气之后，７２．２％的民众愿意在春节期间放弃燃
放鞭炮和焰火。

（二）“政府挑战论”核心因素

１．政府环保信息公开度
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将政府关于环保方面的信息公开度特别是民众是否被拒绝或者限制参

８２

瑏瑩

瑐瑠

瑐瑡

Ｍ．Ｅ．Ｖｉｔｔｅｓ，Ｐ．Ｈ．Ｐｏｌｌｏｃｋ，Ｓ．Ａ．Ｌｉｌｉ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ＮＩＭＢＹ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３，

１３（２）：１２５－１２９．
由于本项对于邻避运动的研究的是从民意的角度切入，所以对于民众日常环保行为力的考察并不是具体行为的真
实考察，确切说应该是“意愿行动力”，但是从统计学角度而言，调研结果是科学可靠的。

何艳玲：《从“不怕”到“我怕”：“一般人群”在邻避冲突中如何形成抗争动机》，《学术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５５页－
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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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决策，列为影响邻避效应的重要因素（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ｋｒａｆｔ　１９９１，黄岩２０１０）。自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全球，政府决策模式不断革新。从“官僚控制式”到“市场式”再
到“多中心伙伴式”，改革的重要趋向就是参与决策主体的多元化，政府透明度和信息公开度不
断提高。但是就我国而言，政府决策模式依然处于“官僚控制”阶段，具有三个明显特点：第一，
初期政府与专家封闭决策；第二，公布决策时强调社会利益和公民责任；第三，应急性地解释以
应对民众抵抗。即遵循“决定－宣布－辩护”（ｄｅｃｉｄｅ－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ｅｆｅｎｄ）模式。瑐瑢 虽然近年来我国环
保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强调专家学者的主体性参与，但是民众依然心存顾虑，正如Ｊｏｓｅｐｈ　Ｒ．
Ｄｅｓｊａｒｄｉｎｓ指出：“将环境决策交给科学家并非意味着决策是客观与中立的，其仅仅是体现了这
些专家的意见。瑐瑣

假设五：政府环保信息公开度越高，民众参与邻避抗争的意愿越低
我们设计的问题是“您认为您所在城市政府对关于环保方面的信息是否公开？”研究发现，

３１．３％的民众认为政府关于环保方面的信息不公开，另外，高达３１．３％的民众选择了“说不清，不
知道”，不难想象，这其中一大原因是政府信息公开度不高所致。
２．政府公信力
在邻避运动多个影响因素中，政府公信力被众多学者认可为首要影响因素（Ｋｒａｆｔ、Ｃｌａｒｙ　１９９１，

Ｒｕｔｈ　２０００），正是由于民众对政府及项目承担者缺乏信任，所以才会导致抗争行为不断升级。政府
公信力这一因素在我国邻避运动中同样是被认为是关键性因素（管在高２０１０，王彩波２０１２），因为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ＧＤＰ曾经一度成为考核各级政府的唯一指标，所以公共服务职能渐渐被忽
视瑐瑤，而邻避设施中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公共服务设施。近年来伴随着城镇化的高速推进，邻避设施
需要大量兴建，此时政府公信力便成为政府与民众建立互信的短板。
假设六：政府公信力越高，民众参与邻避抗争的意愿越低
对于地方城市政府公信力的考察，我们借用了“您所在城市政府总是想为老百姓做正确有益

的事，您同意吗”这一经典问题。研究发现，民众对于地方城市政府的信任度较高为５９．８％。
３．政府治理环境表现
目前，我国环境政策依然遵循“决定－宣布－辩护”（ｄｅｃｉｄｅ－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ｅｆｅｎｄ）的决策模式，民众

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对于政府决策过程缺乏直观感受，这给政府的合法性造成了巨大冲
击，瑐瑥从民众角度而言，居住环境的改善情况成为其评价政府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三
十余年来，政府“政绩”，特别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成为夯实政府合法性基础和维护社会稳定的
重要基石。瑐瑦 近年来，环境保护成为地方各级政府重要民生工作，财政投入不断加大，所以，政府的
“环保政绩”是否有利于缓解民众的邻避情绪呢？
假设七：政府治理环境表现越好，民众参与邻避抗争的意愿越低
研究发现，仅仅有５２．４％的民众认为城市政府治理环境的表现高于六分（包括六分），所以就

民众角度而言，政府的“环境政绩”认可度不高。

９２

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瑐瑦

娄胜华，姜姗姗：《邻避运动在澳门的兴起及其治理———以美沙酮服务站选址争议为个案》，《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２
年第４期：第１１４页－１１７页。

Ｊｏｓｅｐｈ　Ｒ．Ｄｅｓｊａｒｄｉｎｓ．“Ｅｔｈｉｃ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９３：２５．
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２６页－３３页。

王彩波，张磊：《浅析邻避冲突对政府的挑战———以环境正义为视角的分析》，《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２年第８期：第１６０
页－１６８页。

熊光清：《如何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历史的审视》，《学术探索》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１页－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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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城市政府治理环境表现

（三）个人因素———教育水平
个人特质也被认为是影响民众是否参与邻避抗争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受教育水平。“一个人

受教育水平对其认知能力与认知层次存在重大影响，具体到邻避运动中，则影响其对风险的感知
能力。”瑐瑧进一步来讲，民众对风险的感知能力直接影响到其参与抗争行为的意愿与强度，所以民众
教育水平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另外，民众的性别因素、年龄因素、收入因素也是个人重要的特
征变量，我们同样对于这些变量进行了考察。

四、研究结果分析

毫无疑问，反对———是民众对于邻避设施的基本态度，这是由邻避设施的特性决定的。为了更
加明确验证上述影响因素的不同层次，本项研究更侧重于对民众参与邻避抗争活动意愿度的考察。

表２　民众参与邻避抗争活动意愿度

如果在你住宅区附近计划建一个有可能对环
境有污染的化工厂，你会参加请愿的活动，抗
议这个工厂的建立吗

肯定会 会的 不一定 不会 肯定不会

４０．１％ ３８．０％ １４．８％ ６．３％ ０．８％

表３　回归结果分析瑐瑨

因变量 民众参与邻避抗争活动意愿度

自变量 Ｂｅｔａ　ｗｅｉｇｈ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Ｅｒｒｏｒ　 Ｕ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经济补偿 （－０．１９７）＊＊ ０．０５８ －０．０９７

环保知识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３

环保意识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７

环保意愿行动力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３　 ０．１０４

　　　　　政府环保信息公开度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２

０３

瑐瑧

瑐瑨

Ｓｌｏｖｉｃ，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Ｔｒｕｓｔ，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９９３，１３（６）：６７５－６８２．
回归分析模型中，笔者剔除了部分问题中选择了“不清楚”、“不知道”且不具有统计意义的样本，所以模型中样本数
量为２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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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民众参与邻避抗争活动意愿度

自变量 Ｂｅｔａ　ｗｅｉｇｈ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Ｅｒｒｏｒ　 Ｕ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政府公信力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５

　　　　　政府治理环境表现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７

学历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

性别　（１＝男，２＝女） （０．１０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９

年龄 （－０．０８５）＊＊＊ ０．０２２ －０．１１０

收入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７

Ｎ　 ２４６２

Ｒ２ ０．４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３８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

总体而言，分析结论与本项研究预期研究假设差别较大。从回归结果来看，笔者预设的核心
影响因素中，只有经济补偿、环保意识、环保意愿行动力为显著相关因素，另外控制变量中性别因
素、年龄因素也对民众参与邻避抗争活动存在显著影响。最令笔者意外的是“政府挑战论”关注的
三大核心因素，政府环保信息公开度、政府公信力、政府治理环境表现均为非显著性影响因素。所
以总体而言，我国邻避运动属于“议题单一型”。

（一）“议题单一论”核心影响因素分析

１．经济补偿因素
研究发现，经济补偿因素与民众参与邻避抗争活动意愿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性。即给予民

众的经济补偿越高，民众参与邻避抗争活动的意愿度越高。民众普遍认为，存在经济补偿就一定
存在污染危害，并且补偿越高，危害度越高，而政府经济补偿的提供实际是用金钱换取他们的健
康。调研过程中发现，老人和有小孩的父母对于经济补偿的抵触更为激烈。所以假设一“政府给
予民众的经济补偿越高，民众支持度越高”不成立。

２．环保知识、环保意识、环保意愿行动力
研究发现，环保知识与民众参与邻避抗争活动意愿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也就是说参与

民众抗争行为的心理认知并不是建立在对于环保知识科学认知的基础上，而更多是一种个人环保
意识的情绪化的表达。假设二不成立。
民众环保意识与民众参与邻避抗争活动意愿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即环保意识高，参与抗争活

动的意愿度越高，如前所述，这种环保意识更多是情绪化的，是非理性的。假设三成立。
这三个因素中，与因变量之间相关性最显著的是“环保意愿行动力”，而且是显著正相关，民众

环保意愿行动力越强，参与抗争行为的意愿度越高，这一点与研究假设四吻合。因为，邻避抗争行
为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环保行为。总体而言，环保知识、环保意识、环保意愿行动力三个因
素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逐个加强。

（二）“政府挑战论”核心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发现，“政府挑战论”中预设的三个核心影响因素，政府环保信息公开度、政府公信力、政

府治理环境总体表现与因变量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即对民众是否参与邻避抗争活动无显著
影响，所以相关研究假设均不成立。对于这一结果笔者尝试从两个角度进行解释。首先，从现实
层面看，可以断言，民众在参与邻避抗争活动时并没有将政府本身这一变量预设为目标变量，尽管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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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争活动中会提出对于政府的种种不满，包括“信息不公开”、“选址不公平”、“官商勾结”、“专家
政治”，等等，但是这些更多意义上都是“工具性目标”，终极目标是邻避设施的搬迁或者停工。但
是“工具性目标”的作用不容小觑，一方面可以为民众的抗争活动建立“合法性”，即正是由于上述
问题的存在，才导致民众参与抗争活动，另一方面也是民众被动员和动员更多民众的行动策略。
其次，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角度来看，我国政府对于邻避设施的兴建依然遵循“决定－宣布－辩护”
（ｄｅｃｉｄｅ－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ｅｆｅｎｄ）的决策模式，特别是在邻避设施选址问题上很少甚至没有事先征求民众
意见。但是对多大多数民众而言，并没有树立政治参与的意识，关注更多的是反映问题途径的有
效性。如图５所示。

图５　居住区周围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民众所选择的解决方式

研究发现，在居住区周围发生环境污染事件，７４．７％的民众选择了非制度化的途径来反映和
解决问题，并且１９．８％的民众认为直接参与群体性抗议活动较为有效。

（三）其他研究发现

１．教育水平因素。研究发现，教育水平与因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一点与变量“环保
知识”相似，再次说明，民众的抗争行为更多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化表达。
２．性别因素。年龄因素与因变量之间存在弱正相关性，即男性参与抗争活动的意愿度更高。
３．年龄因素。研究发现，年龄与因变量呈负相关，即年龄越大，民众参与邻避抗争活动的意愿
度越高，因为年龄越大的民众，更加顾虑邻避设施对于子孙后代的危害。
研究结论：我国邻避运动的性质是“民众风险认知基础上个体利益驱动的议题单一型”。

五、结语与展望

从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的邻避运动可以断言，我国的“邻避时代”已经到来。为了更好地杜绝
和治理邻避运动，从政府管理角度而言，一方面要客观理性地看待邻避运动，这是社会进步的必
然；另一方面，要做好规避邻避风险的制度设计，如研究结论所言，邻避设施之所以易引发抗争活
动，“风险”才是民众关注的核心议题，所以宏观上讲，政府必须实现转型，构建“生态型政府”瑐瑩，实
现“生态行政管理”瑑瑠。具体来讲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１．优化政府决策过程，引入公民、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决策过程，消除民众风险顾虑；
２．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对于邻避设施兴建于运营过程的监管职能；

２３

瑐瑩

瑑瑠

黄爱宝：《“生态型政府”初探》，《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５５页－６０页。

高小平：《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生态行政管理》，《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４第５期：第４５页－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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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建立长效机制，优化城市功能区划，这是规避邻避冲突的长久之计。瑑瑡

笔者认为，本项研究结论对于政府而言是个好消息，一方面，政府应该正视邻避冲突，不要视
其为洪水猛兽，仅仅是民众利益诉求的极端化表达而已，虽形式激烈，但议题单一；另一方面，从邻
避运动治理的角度而言，政府完全可以消除顾虑，大胆改革，并且笔者认为可以将对于邻避冲突的
治理作为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实验区。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ｒ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ＮＩＭＢ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ＮＧ　Ｋｕｉ－ｍｉｎｇ，ＺＨＯＮＧ　Ｙ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　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３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ＩＭＢ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ｃｃｕｒ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ｔ　ｉｓ　ｎｏ　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ａｙ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ＮＩＭＢＹ　ｅｒａ”．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ｈｉｎａｓ　ＮＩＭＢ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ｓｉｎｇｌｅ－ｉｓｓ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Ｔｈａｔ
ｉｓ，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ｉｓｓｕ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ｓ　ｔｈｅ　ＮＩＭＢ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　ｉｎｔｅｎｄ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ａｌｌ，ｔ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ｒｉｓｋ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ｏ　ａ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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